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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学对历史研究的启示* ①

晁天义

【提要】 阐释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启示。在认识论方面，阐释学扬弃

了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可能导致的历史终结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一定程度上破解了长

期以来争执不下的历史认识之争。阐释学的“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理论摒弃了客观主义

史学对史实的崇拜，为历史研究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提供了可能。“阐释学循环”理论意味着历史认

知的实现是一个往复不断、永无休止的过程，有助于防止排他主义的独断论，确定了历史认知主体

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保持了历史认知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张力，为历史认知的不断推进提

供了理论依据。如何立足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努力汲取中

西方阐释学的丰富资源，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阐释学，是当前中国历史学学术体系建设

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阐释学 历史认识论 阐释学循环 客观主义 相对主义

19 世纪以来，因在很大程度上受近代自然科学认识论、方法论的刺激和影响，古老的历史学焕发

新的活力，一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然而围绕认识论和方法论两大核心理论问题的对立，

也折射到百余年来的历史研究中。所谓认识论上的对立，是指以客观主义、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一方，

与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一方就历史认识客观性、历史学性质等问题发生的争论。所谓方法论上的

对立是指，由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崇拜，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忽视或贬抑人文学科方法的价值，导致传

统的史学方法论发生撕裂。历史学界的争论分歧日剧，甚至有分裂为壁垒森严的两大阵营之嫌，增

添了人们对历史学科发展前途的担忧。
那么，面对这样的纷争与对立，究竟有没有一条可取的化解之道呢? 笔者发现，在中西方历史上

具有各自悠久传统和丰富资源的阐释学( 或称“诠释学”“解释学”“释义学”) ，①在众多中国学者数

十年来的不懈推动下，目前正在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社会学科各领域关注的焦点。我们知

道，18 世纪以来，经过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尤其是伽达默尔等人的努力，阐释学在西方逐渐

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门类，建立起一套理解和解释文本原意、作者原意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处

理“精神科学”研究领域主客体关系的理论体系。中西方学术史的不少经验表明，这套认识论和方法

论为包括文学、语言学、艺术学、宗教学、法学等在内的诸多学科注入了活力，对这些学科的发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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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先秦史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项目编号: 18FZS006) 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阐释学的名实之辨，参见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 页; 洪汉鼎《编者引言: 何谓诠释学》，

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 页。张江教授认为，综合中西方相关学术传统

可知“阐释学”一词最能准确反映这门学科的本质和任务。参见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
2017 年第 12 期。笔者赞同张江教授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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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积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历史研究同样具有“精神科学”的特征，面临的无非也是如何妥当处理

研究主体与历史客体之间关系，正确地获得史料、理解和解释史实，并最终获得理想认知结果( 包括

揭示历史事实、阐发历史意义、总结历史规律等) 的问题。这种在研究对象、研究路径、研究目标上的

高度一致性，使历史学同样有可能从阐释学中获得破解自身理论难题的重要启示。①

一、历史研究面临两大问题

( 一) 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峙

19 世纪被人们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这个时期兴起的各种史学流派呈现繁荣发展的趋势，确立

了现代历史学科的一系列规范，并围绕这些规范形成诸如注重历史事实、强调历史认识客观性等特

质，以及复原历史真相、探讨历史因果关系、总结历史规律等诸多研究目标。
19 世纪历史学繁荣的一个典型代表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按照极端的客观主义史

学家的想法，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如实直书”，即按照历史的本来记载和书写历史。至于个人情绪、主
观好恶、价值预判等，均在严肃历史研究工作的摒弃之列。历史学家应该做的，首先便是竭泽而渔，

穷尽史料，这种信仰推动了此后一系列普遍的史料崇拜意识，如中国学者所谓的“史学便是史料学”，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等等。在他们看来，只有在此类史料积累工作完备之后，才谈

得上“客观历史”的编撰，否则一切免谈。
在客观主义史学看来，认识历史客体的过程就是研究者不带偏见地让客体呈现在研究者面前或

笔端的过程。这种“反映论”的认识论，尽管没有否认研究者的主体性，但却在极大程度上忽略了不

同主体间的差异。或者说，通过对主体的要求( 抛弃“前见”) ，这种理论假设所有的认识主体都具有

相同的特点，用形象的比喻来说就是认为研究者“千人一面”。既然“千人一面”，那么只要研究者不

断努力，随着条件的成熟，自然就能把握历史的“最后真相”。由于这种“最后真相”是通过一套严谨

的科学程序和手段获得的，因此必然是唯一的、确定的。最后真相或绝对真理的获得，就意味着研究

过程的终结。这就是客观主义史学(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实证主义史学) 认识论的基本逻辑。
这种逻辑的“科学性”看上去似乎无可挑剔，但遗憾的是，一旦客观主义史学家将这条“科学”认

识论准则照搬到历史研究中时，他们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注定要遭受重挫。首先，从理论上讲，

如果说历史认识的目标就是获得认识结果的最后唯一性、确定性，而且假如我们最终真的如愿以偿

实现了这一目标的话，这种实现其实同时就意味着历史认识的终结。也就是说，这种研究在“实现”
历史认知终极目标的同时，其实也终结了历史学自身。这是因为，历史学的任务既然已经宣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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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阐释学在中西方各有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学术传统。在中国古代，围绕“五经”“诸子”等传统经典，先秦至明清时期

两千余年间诸多研究者开展了大量阐释实践，积累了丰富的阐释成果。比如公羊学家关于《春秋》“微言大义”的阐释，将中国古

代的历史本体论推到颇高水平。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不仅有经典阐释学，同时在本土化的佛教、传统文人写意画及传统哲学

中，也存在类似于西方的哲学阐释学资源。( 参见班班多杰《中国古代没有哲学阐释学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9 月 24
日) 中西方阐释学既不乏各自独到之处，又具有广泛共通性。鉴于当代历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深受西方学术传统影响，面临的问

题也与此紧密相关，本文主要从西方学术角度讨论阐释学对历史研究的启示。这种做法绝不意味着忽视或否定中国传统阐释

资源对历史研究的价值。相反，对于这笔重要的学术遗产，很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专门总结。我们并没有采用“西方阐释学”
这个概念，因为这种做法容易给人以单纯凸显西方阐释学价值的错误印象，并隐含着将作为统一学科的阐释学人为割裂的风

险。实际上，对历史研究具有积极启示价值的，并不是西方阐释学的特产，而是中西方阐释学中的共同因素。除专门说明外，本

文均是在以上意义上使用“阐释学”这一概念的。



史学理论研究 2020 年第 3 期

成，那么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其次，让我们看一下两代客观主义史学家在实践中是如何遭遇“终

极的历史( Ultimate History) ”理想从形成到破灭的过程的。爱德华·卡尔在讨论“历史学家和历史

学家的真实”这个主题中曾引用了以下例证。1896 年，《剑桥近代史》第一版的编辑者阿克顿曾信心

满满地宣称: 由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熟悉最新的文献和国际研究的最新成果，因而即使他们那代人

不能达到终极的历史( Ultimate History) ，但这样的目标毕竟是可以期望的，他说:“既然我们可以得到

所有的材料，解决每一个问题也已成为可能，在历史研究这条道路上以不同的方式到达我们的目的，

因此，我们可以抛弃传统的历史( Conventional History) 。”然而几乎整整 60 年之后，这项工作的后继

者乔治·克拉克爵士在《剑桥近代史》第二版总导论中对这种“终极的历史”的信念就表示了怀疑和

失望:“晚近历史学家对这种看法并不抱有幻想……既然全部历史判断都涉及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观

点，而且此人的观点与彼人的观点又各有千秋，因此，并不存在‘客观的’历史事实。”①

短短数十年间，抱有同样信仰的学者对于历史认识“终极性”“客观性”的态度竟然发生一百八

十度大转弯。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人们发现研究者的立场决定了认识结论的不断变化: 不同的人

( 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 对同一历史问题的看法往往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研究者发

现，我们其实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到对一件历史事实的绝对把握。卡尔曾颇具讽刺意味地说，那种

传统的客观主义理想其实是一种“异端思想”，它的结果或者是造就收藏家，或者是制造疯子，这种理

想不但不可能实现，相反只能败坏历史学科本身。他说:“任何屈服于这种思想的人要么把历史当作

一件不好的工作加以放弃，沉溺于集邮或其他爱好古董的方式，要么积劳成癫，在疯人院终其

天年。”②

材料的积累并没有帮助人们实现“终极的历史”，相反却增加了人们的失望情绪。有学者将客观

主义史学的这种窘态比作“象狗追逐自己的尾巴一样，尽在原地打圈圈。”③由此可见，客观主义史学

的理想从理论上将导致历史认识乃至历史学科的终结，而从实践上来说同样会导致历史学科走向末

路。原本试图借助科学的力量实现繁荣的历史学，最后竟然走向自己的反面，这无疑是客观主义史

学创立者始料未及的。尽管如此，这却是 19 世纪历史学的遗产在 20 世纪初期以来遭遇的普遍

难题。
当以客观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进退失据之时，相对主义认识论乘虚而入。

20 世纪初期以来，以追求历史认识客观性为标志的研究路径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其中最为严峻的

挑战，便是有人认为 19 世纪曾被人们奉为圭臬的历史客观性追求其实是虚妄不实的、幼稚的。美国

历史学家贝克尔和比尔德两人对历史客观性的批判以及对历史相对主义的鼓吹，在当时就引起极大

反响，前者的名言是“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后者则讽刺客观主义史学的追求不过是“高尚

的梦想”而已。④ 围绕历史认识有无客观性这一问题，两种看法的对立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的美国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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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第 87、88 页。
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 97 页。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 页。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历史学家西奥多尔·克拉克·史密斯在《美国历史学评论》发表文章，将客观主义史学家所主张的不带私

利地探索客观历史真相的追求称为“高尚的梦想”，并对比尔德引诱历史学家偏离这一追求的做法加以抨击。比尔德当即写了

《高尚的梦想》一文作为回复，认为这种理想其实只是一种空想。显然，前者所谓“高尚的梦想”是一种褒扬，后者则是在讽刺的

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参见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杨豫译，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355—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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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展现出来: 一方是以贝克尔和比尔德为代表的“相对主义者”，另一方则是以亚瑟·O. 洛夫乔伊和

莫里斯·曼德尔鲍姆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历史哲学家。① 在相对主义者看来，每个研究者都是具有主

动性的认识主体，他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个体差异。因此，研究者势必会将自己的知识结构、价值

观、意识形态、主观好恶乃至研究预期等因素带入研究过程，并投射到作为客体的研究对象之上。这

种带入和投射，既不可避免，也无须避免。结果是，所有的历史认知都由人们根据主体需要有意无意

构建而成。
20 世纪 70 年代，后现代主义进一步将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质疑推向极端。海登·怀特认为，尽

管 19 世纪的众多历史学流派( 包括从事理论阐释和具体研究者) 都号称要追求“客观”“真相”“规

律”“事实”，然而隐藏其后的却是模式化的意识形态内核。他认为，当时最主要的四种“意识形态蕴

涵模式”是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与四者相应的则是相对固定的情节

化模式( 即“浪漫式的”“悲剧式的”“喜剧式的”“讽刺式的”) 和论证模式( “形式论的”“机械论的”
“有机论的”“情境论的”) 。②

在海登·怀特看来，19 世纪的那种历史研究并不像研究者所标榜的那样复原了历史、探寻了真

相，或者揭示了规律。相反，它们在本质上与文学创作并没有区别，只是出于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形

态需要，按照特定而有限的情节化模式和论证模式，将历史材料组织起来而已。他甚至直言不讳:

“我在《元史学》中想说明的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像或观念

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

义。”③基于这种理由，论者将客观主义史学的追求比作“不可实现的理想”:“到 19 世纪时，历史学越

来越被一种追求明晰性、字面意义和纯粹逻辑上的一致性的不可实现的理想所束缚……在我们自己

的时代中，专业史学家没能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这表明那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④因此，史

家在研究过程中并非真正“鉴空衡平”，也非“千人一面”，而是带有前见和个性的。既然这样，又怎

能反映历史真实，客观主义的追求岂不正是一个“高尚的梦想”?

历史认识客观性之争，由此成为 20 世纪历史认识论乃至整个史学理论研究最热门的话题之

一。⑤ 有人曾将这 场 辩 论 比 作 中 世 纪 早 期 的 战 争: 一 方 是 作 为“智 识 领 域 的 蛮 族”( intellectual
barbarians) 的后现代主义者( 代表了相对主义观点) ，另一方则是守卫历史科学之城的传统史学家

( 代表了客观主义观点) 。⑥ 尽管如此，这场热闹的拉锯战却注定是没有任何积极成果的。这是因为

论战双方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上各持完全极端的看法，他们将所有心思用于攻击对方的弱

点，然后将自己的观点推向极致。客观主义的弊端固然昭然可见，问题是，后现代主义者岂不是同样

走向理论的自我否定吗? 这一争论所引发的更严重后果，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越

来越明显地分裂为两个相互对峙的阵营。有学者生动地评论说:“一方在理论上不可一世，冲着对面

的在方法上的保守主义者阵营指手画脚，后者当然也寸土不让地予以回击; 而两者之间横亘着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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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第 342—381 页。
参见海登·怀特《元史学: 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8 页。
海登·怀特:《元史学: 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中译本前言”，第 4 页。
海登·怀特:《元史学: 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中译本前言”，第 4—5 页。
参见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潘玮琳、章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基思·詹金斯: 《论“历史是什

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江政宽译，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参见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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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寂，使双方老死不相往来。”①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老死不相往来”，导致两者在对历史研究的前

提和志趣的认识方面最终分道扬镳。对于客观主义来说，其结果是固守 19 世纪以来的传统，画地为

牢，走向保守主义并窒息了历史学; 对于相对主义而言，结果则是由否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进而走向

取消历史学。客观主义固然由于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导致历史学的没落; 后现代主义来势汹汹，踌

躇满志，然而它所秉持的相对主义认识论也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由此可见，无论是客观主义还是相对主义，它们在历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中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导

致历史认知的终结。只不过两者的实现手段不同: 前者所标榜的“终极确定性”或使新的历史认知不再可

能，或在实践中不可实现，从而导致历史研究的终结; 后者宣布历史认知完全没有客观性，从而导致历史研

究、历史学科没有存在的价值。看似相反的两种观点，最终竟然得出同样的结论，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 二) 方法论的分裂

方法论的分裂，是 19 世纪以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事件之一。自古以来，人类认识

世界的手段从方法论角度可以分为两类，即实证主义的方法和阐释学的方法。前者强调通过经验观

察，认识和说明世界的因果关系; 后者强调通过内在体现，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意义。在古希腊时期，

亚里士多德将他所了解的物种的认知形式划分为两大类，即“知识”与“智慧”，也就是“纯粹科学”和

“实践智慧”。从此，纯粹科学与实践智慧也即知识与智慧的区分，就使得古代学术在方法论上形成

两门不同的辅助学科，即逻辑学与修辞学。② 这种由学科不同而引发的方法论划分，后来得到进一步

发展，纯粹科学演变成近代自然科学; 实践智慧则演变为近代的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狄尔泰认为，

两个学科对应于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自然需要说明，人则必须理解。”③

实际上，说明方法与理解方法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早期实践中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互为补充的。
以历史学为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古人很早就开始力图通过关于人类既往活动的记忆、记载、
整理认识世界，甚至试图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获悉人类历史的某些规则性特征。无论是从司马迁到

司马光，还是从希罗多德到吉本，无不将通过历史的记载和书写，进而实现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视

为自然而然的工作。司马迁的研究纲领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显然，他的研究

中既有基于史料考证、因果分析和事实归纳的“说明”，也有基于文本理解、人物评价和历史价值阐发

的“解释”，两种方法同时使用、相得益彰，并没有被僵硬地割裂开来。
然而随着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方法论上的这种统一局面逐渐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人

们对说明的方法( 实证主义方法) 青眼有加，而对理解的方法予以轻忽甚至鄙薄。这种观点由 17 世

纪的英国科学哲学家、“实验科学的鼻祖”弗朗西斯·培根开其端，19 世纪的约翰·穆勒( 密尔)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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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第 10 页。
参见洪汉鼎《实践哲学 修辞学 想象力———当代哲学诠释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11 页。
转引自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第 290 页。用“理解”这个概念代表精神科学认识的方法，而用“说明”这个概念代表与自然科

学相关的归纳逻辑的方法，这种做法较早可以从 19 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那里找到依据。德罗伊森说:“历史方法的特色

是以研究的方式进行理解的工作。”“我们的问题不是说明。解释，不是以前事来说明后事，更不是用历史条件下必然的结果来

说明一件演变出来的事。解释是将呈现在眼前的事赋予意义; 是把呈现在眼前的资料，将它所蕴涵的丰富的因素，无限的、打成

了结的线索，松开，拆清。经过解释的工作，这些交杂在一起的资料、因素，会重新变得活生生，而且能向我们倾诉。”( 德罗伊森:

《历史知识理论》，耶尔恩·吕森、胡昌智编选，胡昌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33 页)

穆勒本人就有将说明方法应用于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精神科学”( 或称“道德科学”) 中的宏伟理想。比如他曾宣称: “只有把经

过适当扩展和概括的物理科学方法运用于道德科学，才能改变后者的滞后状况。”(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精神科学的逻辑》，

李涤非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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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尔等人接其踵，影响十分巨大。培根认为，人类追求和发现真理的道路只有两条:

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遍的原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

动摇，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进而去发现一些中级的公理。这是现在流行的方法。另

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才达

到最普通的原理。①

在这段话中，近代学者对说明方法的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培根看来，理解方法没有遵循必要的

观察和实验程序，因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猜测性、或然性。相反地，说明方法则通过逐级的概括

和证明，因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真理性。
在培根之后，说明方法经过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反复实践，最后经过 19 世纪英国自然哲学家约

翰·穆勒的总结而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后者提出的“穆勒实验五法”，对说明方法如何实现由具体

到一般，由假设到确定性因果关系予以了说明。简言之，这种方法主张在排除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前

提下，通过观察尤其是可以不断重复的实验，发现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按照波普尔的看法，判断一

项研究是否科学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可证伪性。观察和实验所发挥的功能，就是对假设或结论进行

证伪。
说明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功在人文科学领域引起极大的震动，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不少“精

神科学”都试图将这种方法引入研究实践。发表于 1958 年的以下这段文字，生动描述了时人的这种

认识:

曾经有一度，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但由于十七世纪自然科学

取得的长足进步，这种局面已经改变。然而，众所周知，社会科学还没有发生这样的革命，

或者至少至今为止它才处于发生的过程之中。社会科学或许尚未发现自己的牛顿，但诞生

这样一位天才的条件却已经被造就了。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某些显著的进步，那么首先我们

就必须要遵循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哲学的方法。②

说明方法对历史学的影响更是明显，柯林武德曾生动地将自然科学比作近代历史学的“长姊”，

认为后者的各种研究方法是在前者方法的“荫蔽”下形成的; 这种“荫蔽”一方面有利于历史学的发

展，另一方面又妨碍了它的发展。③ 事实上，正是在自然科学成就的感召下，19 世纪诸多历史学流派

都将说明方法视为利器，期望借助它实现整理历史材料、还原历史真实、揭示历史规律的远大理想。
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力图将说明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他说:“我希望在历史学或者其它类似的领域也

取得同样的成功，而这些学科本身已经受到不同类型自然科学的深刻影响。在自然界中，那些看似

不规则和反复无常的事件已经获得了解释并且被认为与某种固定不变的普遍法则相适应……”④巴

克尔坚信，即使是历史上那些看起来随机、无规则的事件( 比如谋杀、自杀、结婚) 的发生也有规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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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2 页。
彼得·温奇:《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张庆熊、张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 页。
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19 页。
转引自 Burns，R. M. Pickard，H. R.《历史哲学: 从启蒙到后现代性》，张羽佳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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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也可以通过说明方法取得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客观结论。他举例说:

在所有的罪行中，谋杀罪被认为是最随机、最无规则的罪行……事实上，谋杀是有规律

性的，它与诸如潮汐、季节的变化等特定的环境因素具有相关一致性……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众所熟知的罪行中，没有比自杀看起来更具有完整的独立性和

个体性的了……自然而然地，人们会认为自杀与普遍法则无关，或者认为要想在一件古怪、
孤立、难以控制的事件中找到规律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们所掌握的所有证据都指向

一个伟大的结论，它毫无疑问地在我们的头脑中打下印记，即自杀仅仅是一种普遍的社会

行为……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某些特定的人一定会自己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不仅是犯罪的人被这种一致性所决定，甚至那些在每个年度结婚的人也不仅仅是被个

人的脾气和愿望所决定，也同时被大量的普遍性的事实……被固定的、明确的生活状况所

决定……与其说这与个人的感觉相关，不如说与普通大众的收入水平相关。①

这显然是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的观察研究方法，它的本质与实验相同，即通过寻找或创造理想的观察

环境，并利用“穆勒实验五法”等推理方式确定不同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关于这种研究方法的有效

性，我们只要看看涂尔干( 又译作“迪尔凯姆”) 发表于 1897 年的《自杀论》就可以充分相信。② 涂尔

干的研究可以理解为是对巴克尔史学方法论的实践，而且大量证据表明这一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确

具有很广的使用前景。③

在说明方法获得声誉的同时，一部分哲学家致力于为历史研究中理解方法的合理性辩护。新康

德主义历史哲学家李凯尔特在界定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 即历史学) 之间的区别时，曾借用一个比喻

强调自然科学研究的特点，即自然科学“缝制”( 研究) 的“衣服”( 结论) 对每一件事或每一个人( 如

“保罗”和“彼得”) 都是适用的。他说: “如果自然科学‘按照每个人的体形’进行工作，那它就必须

对自己所研究的每个对象构成新的概念。但这是与自然科学的本质相违背的。”这是说自然科学以

追求一般性结论为目的，因此适用于采用说明方法。相反地，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文化科学”的研究

目的却是追求特殊性，因此就需要采用理解的方法:

有一些科学，它们的目的不是
獉獉

提出自然规律，甚至一般说来也不仅仅是要形成普遍概

念，这就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的历史
獉獉

科学。……历史学不愿像自然科学那样采用普遍
獉獉

化的方法
獉獉獉獉

。对于逻辑学来说，这一点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④

这种为理解方法争取名誉的论说，一方面固然起到了为历史学等“文化科学”“精神科学”立法，并为

理解方法找到用武之地的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将说明方法与理解方法教条地

对应于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认为说明方法只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理解方法只适用于“文化科

学”研究。这种区分客观上破坏了人类研究方法论原有的统一局面，加深了两种方法之间的对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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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 Burns，R. M. Pickard，H. R.《历史哲学: 从启蒙到后现代性》，第 176 页。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参见晁天义《实验方法与历史研究》，《史学集刊》2016 年第 6 期。
H.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杜任之校，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42、50—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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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裂。
总之，说明方法与理解方法由最初的使用目的不同，至近代演变为效率高下之别，最后演变为被

僵硬地对应于不同学科门类。对于历史学而言，方法论分裂的结果是: 崇信说明方法可靠性的学者，

坚持用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展研究，这就是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的研究理路; 而崇信解释方法可靠

性的学者，则坚持用体验、体悟的方法开展研究。历史学由此被一分为二，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相互

对立，原有的方法论统一局面被破坏。

二、阐释学对历史认识论的启示

在阐释学中，“前见”“视域融合”及“效果历史”是涉及阐释活动开端、进程及结果的三个重要概

念，三者既有紧密联系又有不同内涵，对于我们理解阐释学并进而破解历史研究中的认识论僵局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
( 一) “前见”“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
先看阐释学的“前见”理论。肯定前见的价值，是阐释学的重要思想之一。按照阐释学理论，理

解者在解释文本原意或作者原意时，势必带着特定的“前见”( 或称“先见”“先有”“先把握”) 。理解

者的“前见”不可能被摒弃。海德格尔说:“解释向来奠基于先见( Vorsicht) 之中，这种先见从某种可

解释状态出发对先有中所获得的东西进行‘切割’。……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

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有、先见和先把握中先行给

定了的。”①伽达默尔同样指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对待人类的有

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为前见概念根本恢复名誉，并承认有合理的前见存在。”大多

数人对前见的轻视或忽略，源于启蒙运动因推崇理性而引起的误解。② 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每一

个有理解能力、认识可能性的人，必然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价值预期乃至个人偏好等因

素的基础上开始他对世界的认知的。
阐释学认为，“前见”不仅不可能被排除，甚至必须得到保留，因为它是促使解释和理解得以开展

的积极因素。伽达默尔说:“因为人类理性太软弱，不能没有前见去行事，所以，曾经受到真实前见的

熏陶，乃是一种幸福。”③在作为“前提条件”的前见的帮助下，理解者才有可能形成对文本( 包括历史

事实) 的认识，从而走近认知对象。④ 因此，“‘前见’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它的概念包

含它可以具有肯定的和否定的价值。”⑤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地利用前见，而不是做无谓

的否定或排斥。
由“前见”，自然而然引申出阐释过程中的“视域融合”。伽达默尔认为，前见为理解者提供了特

殊的“视域”( Horizont) ，视域包括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研究者只有将自己置于特定

的历史性视域之中，才有可能理解作为传承物的某个对象。因此，理解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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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马丁·海德格尔:《理解和解释》，陈嘉映、王庆节译，洪汉鼎校改，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 119—120 页。
参见汉斯 －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383、392、383 页。
汉斯 －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 387 页。
参见汉斯 －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 421 页。
汉斯 －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 3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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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使之与其他视域相交融，这就是“视域融合”( Horizontverschmelzung) ，理解的过程其实就是视域的

融合过程。① 因此，文本的意义既不可局限于原作者的意图或文本的原意，同时也非任由理解者或解

释者按其所需随意地阐释。这是因为，理解者并非仅从自身视域出发去理解文本意义而置文本视域

于不顾，也不可能为了复制与再现文本原意而将认识者的前见舍弃。视域融合，就是这种既包含理

解者或解释者的前见和视域，又与文本自身的视域相融合的理解方式。②

按照“视域融合”理论，任何一项认知中既不能否定认知主体的主动性，也不能否定认知客体的

客观性。认识的过程就是认识者作为主体的视域，同认识对象作为客体的视域相互融合的过程; 相

应的，认识的结果就是两种视域发生融合的共同产物，这就是“效果历史”。也就是说，真正的历史对

象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及历史理解的实在。③

需要指出的是，“视域融合”理论强调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这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是一个反映的过程，但不是对客观世界的消极、被动的反映。相反地，人的认识

是在实践的推进下，在反映基础上进行能动创造的过程，是主体与客体双向作用、相互构建的过程。④

阐释学的“视域融合”概念，可以说是从理解和解释的角度重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主客体

之间“双向作用、相互构建”复杂关系的主张。澄清这点，对于进一步理解阐释学如何帮助我们破除

历史认识论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 二) 历史研究中的“前见”“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
历史认识论研究之所以形成尖锐对立，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客观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对“前见”的

看法不同。在客观主义者看来，历史学家在开展研究之前，要竭力避免将前见带入研究，以免这种因

素影响研究过程和结论的客观性、科学性。如前所述，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近代自然科学的

影响。按照这样的思路，“历史学者都得学会克服个人偏见与当前的利害，以便求得往事的真相。”⑤

“摒弃前见”，看上去是一个再合理不过的要求和理想了，似乎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研究者都没

有理由对此加以质疑。然而事实却是，这种要求和理想既经不起推敲，也不可能实现。任何一名历

史研究的从业者在接触任何一项选题之前，必然带有自己特定的出发点和立场。没有这种出发点和

立场，一个人就像双脚离地、孤悬半空，连自如活动的能力也会失去，更不用说有所作为了。要求一

个人在研究开始的一瞬间“抛弃”或“掏空”这种前见，无异于让他失去记忆，失去判断，脑中一片空

白。伽达默尔说:“谁因为他依据于他的方法的客观性并否认他自己的历史条件性而认为自身摆脱

了前见，他就把不自觉支配他的前见的力量经验为一种 vis a tergo( 从背后来的力) 。凡是不承认他

被前见所统治的人将不能看到前见光芒所揭示的东西。”⑥刻意地“抛弃”或“掏空”立场，反倒会造成

更执着的、更深的偏见。幸好这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即使那些标榜“鉴空衡平”“不持立场”，被尊奉为典范的客观主义史学大师也必然持有

前见。以兰克为例，请看他以下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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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 －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 427—428、433 页。
参见洪汉鼎《实践哲学 修辞学 想象力———当代哲学诠释学研究》，第 87 页。
参见汉斯 －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 424 页。
参见王伟光主编《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6—27 页。
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9 页。
汉斯 －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 5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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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行为都证明了他( 指上帝———引者注) 的存在，每个行动都要呼唤他的名字，但是

最重要的，在我看来，是整个历史的连通性。它( 历史的连通性) 竖立在那里，就像一个神圣

的符号。就我们而言，但愿我们能破译这个神圣的符号! 正唯如此，我们要敬奉上帝。正

唯如此，我成了一名教士。正唯如此，我们成了教师。①

兰克是一名历史学家，然而他首先是一名基督徒、一名普鲁士公民、一名教师。史学家的这种种身

份，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投射到他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哪怕是以扭曲的形式。另外，从兰克留下的某些

带有理论色彩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要放弃主观性，放弃“对过去做判断”的意思。比如他说:

“天分就是预感，是与本质的直接移情。我嗅出了精神的轨迹。……事物是从精神中产生的，其中包

括认知者。在这种认知理论里，最大的主观性就是最一般的真理。”②由此可见，长期以来人们心目

中的兰克形象，不乏误解和主观想象的成分。难怪有学者曾批评说: “兰克避免做出道德判断，总是

表现出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但联系其背景来看，则是根深蒂固的保守的政治判断。”③

历史研究中不可能真正摒弃“前见”，“假定这种对自己的无视，乃是历史客观主义的天真幼

稚。”④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者正是抓住了 19 世纪包括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在内的诸多历

史研究范式在理论与实践中的矛盾，因此他们的批评让传统历史学家一时难以招架。比如说，前文

讲到海登·怀特所提出的“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四种意识形

态蕴含模式，其实就是典型的“前见”。这种为客观主义所极端贬抑，又为后现代主义大力推崇的

“前见”，正是阐释学传统中长期以来强调的理论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阐释学承认后现代主义中

的某些合理性因素。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阐释学的前见理论并没有笼统地为相对主义站台，而是旨

在肯定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宋人苏轼《题西林壁》一诗，有助于我们理解视角的转换如何破除后现

代主义与客观主义关于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的对峙和困局: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该诗的前两句说，由于观察者视角( 前见) 的不同，庐山在不同人眼中呈现不同面貌。同样的道理，每

个人都带着自己既定的价值观、知识结构、认识水平、意识形态看待同样一件事物，得出的结论便可

能有相当大的差别。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当历史学家用自己独特的前见去考察和分析同一个历史客

体时，研究结果也必然各不相同。质言之，认识结果的不同，是由观察者的主体性与观察对象的主体

性共同决定的。该诗后两句是说，由于置身于庐山之中，因此观察者不可能得到关于“庐山真面目”
的认识。作者似乎是在暗示: 要想得到纯粹的“庐山真面目”，就只有置身“庐山”之外; 因为唯有如

此，方才有可能获得一个广域视角下的“庐山全景”。就此而言，作者的观点与客观主义史学有些类

似，因为他追求的是那个“唯一的真相”或“绝对的确定性”。然而问题在于，在阐释学看来:“身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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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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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外”其实也是一种前见，故而由此获得的也无非是另一种认识( 不过或许更客观、更全面些) 。但

凡是一个观察者，他在接触外物之前一定带有某种特定的出发点或特定的预设。人不能超出这种出

发点和预设，正如不能超出人之为人的本性一样。
非常有趣的是，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曾举过一个类似的例子，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个问题

的认识。他说，我们不能因为观察者从不同角度看到一座山呈现不同形状，就断言山或者有许多形

状，或者山根本没有形状。显然，卡尔的矛头直指相对主义认识论，但同时承认不同解释的合理性。
他的结论是:“并不能因为解释在建构历史事实中起着必要的作用，也不能因为现有的解释不是完全

客观的，就推论说这一解释同另一解释一样好，就推论说历史事实在原则上并没有服从客观解释的

义务。”①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通常视为贬义的“盲人摸象”“坐井观天”就不是纯粹消极的，而是具

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反观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不正是在“盲人摸象”“窥豹一斑”“一叶知秋”“摸着

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不断逼近真理的吗? 世界上没有一种完备自足、毫无缺陷的认识视角，因此也不

会有一劳永逸、绝对正确的认知结果。
历史研究主体的视域与历史客体视域之间形成交融，最终形成历史认识结果的过程，构成了类

似一问一答、永无休止的对话。如果我们用字母 A 表示历史认识的主体，用字母 B 代表历史认识的

对象。那么，历史认识就是 A 与 B 两种不同主体视域相互融合的过程; 而历史认识的结果既不可能

是纯粹的 B( 这是客观主义史学的观点) ，也不可能是纯粹的 A( 这是相对主义史学的观点) ，而只能

是 AB。作为认识结果的 AB，尽管既不是 A 也不是 B，然而却同时既分有了 A，也分有了 B。这种看

似的诡辩，其实是一种辩证法。伽达默尔说:“我们所论证的问和答的辩证法使得理解关系表现为一

种类似于某种谈话的相互关系。……期待一个回答本身就已经预先假定了，提问题的人从属于传统

并接受传统的呼唤。”②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视域融合的过程和结果，既不是客观主义所理想的“如史

直书”，也不是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主观构建”，而是一种“效果历史”。试用三原色配色表为例说

明。如果我们将研究者甲的视域比作红色，将研究者乙的视域比作蓝色，而将研究对象丙的视域比

作绿色的话，那么，甲认识丙的结果，就是: ( 红) + ( 绿) = ( 黄) 。与此不同，乙认识丙的结果，则是:

( 蓝) + ( 绿) = ( 青) 。青或黄的这个认识结果，就是效果历史。我们当然知道，在实际研究中，研究

者之间的差距通常绝不至于像红色与蓝色这样夸张———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更类似于同一颜色下

的不同色差而已。这就是何以不同研究者对于同样历史对象的认识结果虽然有分歧，但绝不至于毫

无对话余地可言的原因所在。三原色的例子过于机械，似不足以完全反映历史认识的复杂过程，但

其中所体现的阐释学视域融合的基本原理却是相同的。
( 三) 化解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

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对历史的真实、事实与真理确定性的追求，是历史学科与生俱来的品质与

特征。既然如此，阐释学的“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理论在为研究主体赋予更多能动性的同

时，是否可能为相对主义和任意解释打开方便之门呢? 这的确是阐释学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实际

上，正是鉴于西方学界出现的许多不严肃现象，为了确定阐释的基本规范，防止阐释实践中的相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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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倾向，张江教授近年来从多个方面划定阐释的边界，说明阐释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辩证关

系。① 这些讨论，对于我们深入思考历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在

与实证主义斗争过程中成熟起来的一门学科，阐释学对科学主义的警惕、对绝对主义的批判，的确容

易让人们产生误解，似乎它有鼓吹相对主义之嫌。毫无疑问，对于历史学这门自古以来就强调事实、
重视认识的客观性和结论的确定性的学科而言，阐明这个问题具有特殊意义。实际上，如果我们认

真思考的话，就会发现阐释学的“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理论是在反对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

的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或者说它试图在两种极端道路之间“允执厥中”，其目的既不是维护客观

主义也不是放纵相对主义。阐释学的目的和实际结果，是化解主体与客体的对立。
首先，阐释学在认识论上力求走一条“中间道路”。如果说此前的客观主义史学家强调的是客体

向研究者“客观呈现”的必要性，而相对主义者强调研究者主观性的重要意义的话，阐释学则同时重

视这两个因素。一方面，从批判客观主义史学的角度，阐释学肯定了研究主体视域的创造性: “有些

历史学家试图让自己抛弃他们的主观性是完全无意义的。特别是在历史解释方面，认为历史学家的

任务是通过单纯的重复他的源泉所包含的东西就够了，认为惟一真实的历史就是这些源泉所具有的

历史，这乃是天真的想法。”②另一方面，从批判相对主义的角度，阐释学认为“富有意义的形式”作为

解释的对象，本质上是“精神的客观化物”，因此便具有独立自主性:“富有意义的形式必须被认为是

独立自主的，并且必须按照它们自身的发展逻辑，它们所具有的联系，并在它们的必然性、融贯性和

结论性里被理解; 它们应当相对于原来意向里所具有的标准被判断……”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解释

的结果并不简单地取决于理解者一方，研究对象作为客体，不会无原则地迎合研究者的主观性。伽

达默尔甚至认为，所谓相对主义其实是客观主义的一种偏见。事实上，真理也有其相对性，超出一定

条件之后，它便不再是真理，因此并没有什么“绝对知识”存在。④

其次，阐释学认为前见并不是率性的、流动不定的、毫无规矩的臆测和恶作剧。表面上似乎是

“前见”在影响着人们的认识，事实却是人生活在前见的传统当中，而前见并不会随着人的主观意志

随意形成或改变。伽达默尔说:“即使见解( Meinungen) 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被理解。……诠释学的任
獉獉獉獉獉

务自发地变成了一种事实的探究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并且总是被这种探究所同时规定。……谁想理解，谁就从一开始

便不能因为想尽可能彻底地和顽固地不听文本的见解而囿于他自己的偶然的前见解中———直到文

本的见解成为可听见的并且取消了错误的理解为止。”⑤在这点上，前见理论与唯物史观的认识达成

高度一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

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

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⑥人们的前见正是这种“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

的条件”，这种条件是一种传统，而不是人们臆造的结果。也就是说，“其实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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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 年第 6 期;《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 π 到正态分布的说明》，《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10 期。
埃米里奥·贝蒂:《作为精神科学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洪汉鼎译，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 诠释学经典文选》，第 135 页。
埃米里奥·贝蒂:《作为精神科学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洪汉鼎译，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 诠释学经典文选》，第 131 页。
参见洪汉鼎《诠释学: 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前言”，第 3 页。
汉斯 －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 381—382 页。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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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隶属于历史。……因此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①

再次，在研究过程中，历史学的独特优势可以促使不利的前见通过视域融合得到鉴别和淘汰，从

而保证了研究的客观性。既然是“前见”，当然既包括含有正确成分的前认识，也包括含有局限性甚

至谬误的前认识即偏见、成见。这些偏见和成见，只有通过具体的阐释过程才可能得到扬弃。伽达

默尔说:“占据解释者意识的前见( Vorurteile) 和前见解( Vormeinungen) ，并不是解释者自身可以自由

支配的。解释者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理解得以可能的生产性的前见( die ProduktivenVorurteile) 与

那些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区分开来。”②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正是历史的因素，亦即

历史距离或时间距离。时间距离“不仅使那些具有特殊性的前见消失，而且也使那些促成真实理解

的前见浮现出来。”“时间间距常常能使诠释学的真正批判性问题得以解决，也就是说，才能把我们得

以进行理解
獉獉

的真
獉

前见( die wahre Vorurteile) 与我们由之产生误解
獉獉

的假
獉

前见( die falsche Vorurteile) 区

分开来。”③只有从某种历史距离出发，才可能达到客观的认识，这正是历史研究的使命与优势所在。
最后，我们还是要追问: 对主体价值的肯定，会不会复活历史认识中的极端相对主义，导致认识

结论鱼目混珠? 或者说，既然阐释学主张认知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因素，那么是否意味着

“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是否意味着认识的边界是无限的，因此也是没有规范的呢? 伽

达默尔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我所进行反思的对象是科学本身的过程及其客观性的限制，这种限制可

以在科学过程本身中观察到( 但没有被接受) 。承认这种限制的创造性意义，例如创造性的前见形

式，在我看来无非是一种科学正直性的要求，而哲学家必须担保这种科学正直性。对于使人们意识

到这一点的哲学怎么可以说它鼓励人们在科学中非批判和主观地进行工作呢?”④

如前所述，客观主义史学在追求自身理想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表明，所谓绝对的历史客

观性只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事实上永远不会有那样一个时刻: 研究者做到内心空空如

也，穷尽所有史料，真正“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真实的历史一旦发生，就永远消失在过去的时

间长河中，至于那些为历史学家所思考、所书写的历史，其实都是一种或多或少带有我们主观构建色

彩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真实”与“历史事实”其实是不同的。我们所能认知的，只是历史的

事实而已。⑤

视域融合理论解决了研究过程中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关系问题，保证了认识的不断推进。如

有学者所说:“一方面是客观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客观性要求只能由于解释者的主观性，以及他

对他以一种适合于所说对象的方式去理解的能力的先决条件有意识才能达到。这就是说，解释者被

呼吁从他自身之内重新构造思想和重新创造思想，使它成为他自己的，而同时又必须客观化它。”⑥

这就是说，既要尊重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也要保持研究者的主观性。看上去这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任务，然而，正是这种矛盾和张力，化解了传统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对立。⑦ 因此，无论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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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 －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 3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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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晁天义《试论历史事实》，《南京社会科学》2009 年第 4 期。
埃米里奥·贝蒂:《作为精神科学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洪汉鼎译，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 诠释学经典文选》，第 130 页。
参见埃米里奥·贝蒂《作为精神科学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洪汉鼎译，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 诠释学经典文选》，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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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历史真相的认识，还是对历史规律的揭示，都是一个不断逼近，但永远不会结束的过程。
总之，阐释学认识论既维护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同时又防止了认识论中的独断主义。研究者

既不可能绝对客观地“复原”历史真实，也不可能完全疏离历史事实本身。其结果，必然是使研究者

的视域，同研究对象的视域发生交融汇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项历史研究都是一个史家与过

去永无休止的对话过程( 如爱德华·卡尔所说) 。历史研究由此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文本对阐

释者造成影响，改造阐释者的观点，而阐释者也将自己的认识带入理解当中，改造了对文本的印象。
如是往复，避免了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恶性循环，促使认识不断深化。

三、阐释学对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阐释学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也体现在方法论方面。简言之，就是阐释学理解和解释文本的主要

方法———阐释学循环———提供了除实验方法之外的另一条检验假设、逼近真理的认识手段。阐释学

循环，从方法论角度解决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何以可能的问题，为古老的解释方法赢得了名誉，弥合

了 17 世纪以来日渐严重的方法论论分裂，恢复了人类认识世界方法论的统一性。
( 一) 阐释学循环

人类对客观世界( 包括自然与社会) 的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终点。
近代以来，在关于自然现象的研究中，人们主要遵循的是一套经验论的归纳方法。这一方法的一般

思路，是从个别到一般、由部分到整体; 部分的认识被视为整体认识的基础，认识的途径乃是由部分

向整体的单向运动过程。在培根、穆勒等人的努力下，归纳方法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严格规范的实验

方法，一方面保证了人们提出对诸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设，另一方面利用实验的可重复性对假设

加以验证。正是实验方法中的这种可重复性、可证伪性，保证了自然科学领域诸多斐然成就的取得。
然而，对于那些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研究对象( 比如历史客体) 而言，实验方法就很难得到严格

意义上的实施。尽管历史学家可以从大量史料中获得蛛丝马迹，提出某种假设，但是绝对不可能让

历史重演，以便验证这种假设的可靠性。显而易见，传统的实验方法在这里要得到实施，在没有任何

变通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我们关于历史的认识结论是否只是一个个流于猜测

的假设，而不可能具有可证伪性呢? 如前文所说，正是这样一个关于说明方法不能在历史研究中适

用的现实，导致 19 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中出现方法论分裂。
在这方面，作为阐释学基本方法的阐释学循环扮演了类似自然科学中实验方法的角色，为假设

的验证提供了可能性。所谓阐释学循环，是说人们理解文本的过程并不像自然科学研究中那样是一

个单向地、由部分走向整体的过程，而是存在多个不同层面的双向互动过程。这个双向互动过程没

有确定的开端，也没有绝对的终点，而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阐释学认为，理解过程中主要的三种

循环是: ( 1) 语词( 部分) 和文本( 整体) 之间的循环; ( 2) 文本( 部分) 与历史语境( 整体) 之间的循环;

( 3) 研究主体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循环。
其中，循环( 1) 即语词( 部分) 和文本( 整体) 之间的循环是说，单个的语词只有置于文本的整体

之中才能被正确理解。同时，被正确理解的语词复又深化了对文本整体的理解。只有在阐释的循环

中，才有可能剔除那些不准确的认识，揭示文本的真正含义。然而，仅仅依靠这种语词与文本之间的

循环，还是不够的。因为它忽视了文本所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的作用，因此可能导致理解中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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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性。施莱尔马赫认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一个更大范围的循环对假设加以验证，这就是

循环( 2) 即文本( 部分) 与历史语境( 整体) 之间的循环。这个循环的作用，在于通过历史语境制约和

克服理解的主观性。前文说过，“前见”是我们认识的依据，也是展开认识过程中的陷阱。那么，如何

在认识过程中有效地避免主体意识滑入主观任意性呢? 伽达默尔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通过一个新

的理解循环来解决，这就是循环( 3) 即研究主体和整个历史传统之间的循环。有学者认为，循环( 3)

的实质是当代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循环。在这样一个循环中，历史和当代融为一个整体，构成了“效果

历史”运动。①

“循环”是理解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阐释学的任务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在周而复始的循环

中清除研究者“前见”“前判断”中不合理的东西，以及对假设进行检验，以达到正确的理解。这种对

不合理认识的清除，正好起到了类似自然科学研究中实验方法的作用，即通过重复同样的过程对结

论加以验证和批判。在笔者看来，这是阐释学循环对历史研究提供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德国历

史学家德罗伊森说:“个别的( das Einzelne) 只能在整体( das Ganze) 中被理解，而整体也只能借着个

别的事物来理解。”②理解就是不断地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的过程。从解释学看，传统不

是固定的，而是通过理解中的选择、批判而不断变化的，历史研究也是如此。
( 二) 历史研究中的阐释学循环

关于上述第三个循环即研究主体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循环对历史研究的价值，以我们对中国古代

社会宗教情绪的考察为例。就我们所知，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中，宗教的发展和发达程度是不同的。
宗教文化发达与否、宗教情绪浓烈与否，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中民众的价值取向和日常行为。我们

从大量古籍中得到一个初步认识，即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并不是很发达，中国古人

的宗教情绪也相对淡漠。这种认识是否准确呢? 其实我们在做出这一判断的时候，已经不自觉地将

观察者自身的立场( 也就是阐释学所说的“前见”“前判断”“前把握”“前理解”) 带入其中。也就是

说，研究者的这一假设，已经不自觉地立足于今日中国人对宗教文化的感受和理解了。我们认识到，

当下中国社会民众对宗教文化的一般看法，其实正是从古代延续而来的。由于自身成长的环境，就

算我们竭尽全力去加以想象，也很难以切身经历去理解宗教给人心灵、生活带来的影响。我们意识

到，当下的多数中国人在涉及一种宗教信仰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这种宗教是否可以给我们的现实

生活带来益处，而不是能否带来心灵的宁静。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许多宗教的热情态度就是“靡不有

始，鲜克有终”，信仰的高涨因现实的期望而兴起，最后却以实际利益的落空而告终。以上可以说是

从古籍材料到现实生活的第一个理解的循环。
然而这种认识是否准确呢? 这就需要将这种认识重新带入古代社会的视域下加以理解。我们

由此进入第二个循环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从先秦古籍中发现早在前诸子时代及诸子时代，人

们就对天地鬼神抱有一种“怪异”的态度。比如说，《诗经》不同时期的篇章中既有对上天和祖先的

崇敬、歌颂，也有冷漠甚至斥责。《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道德经》中又有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话，《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而《庄子》则视“寿、
富、多男子”为人生主要理想。凡此种种看似矛盾的记载，都说明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确抱持复杂的态

度。一方面，他们受早期认识水平的局限，以及出于维护政治统治和宗族权威的目的而信仰天地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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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另一方面，现实的利益又促使他们对这种超自然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不断提出质疑，宗教信仰随之

不断遭到冲击。因此，自上古以来，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就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这种结论是否

完全准确呢? 一定不是。可以想象，宗教信仰的现实主义特征一定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阶层中

有差异化的表现。要解释这些差异，我们就必须进入下一个循环，即将第二阶段的认识结论再次带

入当下社会加以思考……如此往复，没有绝对的终点。
可以看出，每一次的循环，其实都是一次对于此前假设的检验。如果这些假设通过了检验，我们

就接受它; 如果假设部分通过检验，我们就用新的材料修正它，得到更加完善的假设; 如果假设完全

没有通过，我们就只能放弃它，另求他解。科学的研究过程，本质上就是对假设不断地加以检验、批
判和扬弃，并由此取得认识进步的过程。由视域切换带来的循环往复，就如波普尔所说的自然科学

研究中的“证伪”一般。正是在不断的循环理解中，我们的认识得到深化，对古代宗教文化的把握必

然日趋客观、准确。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历史研究完全可以通过这种循环深化认识，淘汰误解，

不断逼近真理。
实际上，阐释学循环早在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得到一些西方历史学家的关注，只不过在历史

学界众口一声要向自然科学学习的浪潮中，这种方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说，德国历史学家

德罗伊森就告诫人们在研究中要“绕着圈子转”，因为这样做“有把我们心智向前推进的功能”。他

说:“毫无疑问的是，只有在我们理解了一件事的发生过程时，我们才算理解这件事。可是，我们之所

以注意某件事的发生过程，实际上我们已经先有了对眼前存在的事情( das Seiende) 深入的认识。我

们用演化的方式再端视这个眼前的事情，只是我们理解这件事的一种方式，只是一种形式。演化过

程的注意，目的是为了理解眼前存在的事。如此说来，我们好像绕着圈子转，可是这个循环的圈子即

使不能改变外界的事物，却有把我们心智向前推进的功能。因为我们首先见到的，只是目下的某件

事; 后来，我们又能把它当作一件演化出来的事情来掌握; 我们有双重的方式去理解、掌握一件

事。”①“绕着圈子走”并不是恶性循环，而是有收获的检验和推进。
历史研究的过程，乃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无休止的循环和互动。有的历史学家将这种循环和互动

称为“对话”。② 可见，历史研究的过程，既不是像客观主义史学家所误解的那样，将客观的事实反映

到“千人一面”的历史学家脑中或笔下，也不是任由意志的碎片随意流播，造成无数或隐或现的影子。
( 三) 阐释学循环的方法论启示

19 世纪以来，包括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等诸多史学流派的繁荣的背后却是方法论的分裂和对立。
在当时，虽然始终有一批历史哲学家( 如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家狄尔泰、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等) 试图

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精神科学”探讨一条独特的方法论之路，但在实证主义思潮的挤压下，这种尝

试其实并未成功，其结果是历史学界日甚一日的方法论分裂。
如前所述，这种分裂的一种极端表现，是将说明方法与理解方法分别对应于不同的学科领域: 认

为前者适用于那些以探讨规律为目标的学科领域，而后者则适用于以理解个性为志趣的学科领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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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第 31—32 页。
参见 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 114—115 页。
比如文德尔班就曾宣称:“无论是心理学还是自然科学，它们在确认、收集和研究各种事实时，所持的观点、所抱的目的只是在于

探究这些事实所服从的一般规律性。……与此相反，有许多号称精神科学的经验学科，其目的却在于对一种个别的、规模或大

或小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作出详细的陈述。……前者是关于规律的科学，后者是关于事件的科学。前者讲的

是永远如此的东西，后者讲的是曾经如此的东西。”( 转引自 Burns，R. M. Pickard，H. R.《历史哲学: 从启蒙到后现代性》，第 2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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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将研究方法与学科领域僵硬对立的错误理解，历史学被迫在说明方法与理解方法二者当中

选择其一。这种对方法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又引起关于历史学性质的争论，即视历史学为一门“科

学”还是一门“艺术”的争论。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有人试图将两种方法勉强地嫁接在一起，以便同

时满足两方面的需要。这种不自在的结合，意味着将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是搜集

和准备资料阶段，二是解释资料和表述成果阶段。前一阶段以实证主义为主，后一阶段中，历史学家

的直觉本能和个性起主要作用。①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结合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历史学方法论问题，

其实只是机械地将两种研究方法拼接在一起，其结果是促使方法论的分裂演变为学科本身的分裂。
阐释学循环方法的成功，对我们应对历史方法论及其引起的历史学内部分裂具有重要启示。启

示之一，是阐释学循环提供了一种可以与实验方法相媲美的研究策略。早在 19 世纪人文主义与实

证主义的争锋当中，一部分哲学家就宣称精神科学的研究虽然不能使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但这

并不意味着它在价值上比自然科学逊色。这种与自然科学一争高下的雄心壮志值得嘉奖，但那个时

代其实并没有可靠的方法支撑起这种雄心壮志。由于阐释学循环方法的成熟，这种情况便可以得到

根本改变。这是因为，面对实验方法的挑衅，精神科学或者说人文社会科学( 包括艺术学、法学、宗教

学等) 可以通过理解的循环，保证这些学科的认识逼近真理。关于这点，伽达默尔总结道:

在精神科学的认识中，认识者的自我存在也一起在发挥作用，虽然这确实标志了“方

法”的局限，但并不表明科学的局限。凡由方法的工具所不能做到的，必然而且确实能够通

过一种提问和研究的学科来达到，而这门学科能够确保获得真理。②

这就是说，认识世界、获得真理的途径并非只有自然科学中惯用的实验方法一种，除此之外，阐释学

循环同样可以从那些无法进行直接实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中获得真理。阐释学方法恢复了

人文学科方法论的荣誉，同时结束了实证主义方法自 17 世纪以来一家独大的霸权地位。
启示之二，阐释学循环作为一种成熟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并不一定相互对立和排斥，

而是有可能一起被用于历史研究。19 世纪的不少哲学家试图将说明的方法对应于自然科学，将解释

的方法对应于人文科学，借此在两者之间划定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比如李凯尔特关于两种方法、
两个学科关系之所谓“保罗和彼得的衣服”的比喻，是为了给历史学等文化科学及其相应的方法论提

供辩护。对于一个面临自然科学方法论严峻挑战的学科代言人而言，这种强调差异、刻意割裂的做

法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割裂充满了那个时代的偏见，渗透着情绪化和人为化色彩，其实并不符

合事实本身。实际上，无论对于自然现象还是人类社会的研究而言，采取何种方法乃是取决于我们

的研究目的，而不是研究对象。对此，李凯尔特其实已有清醒的认识。他说:

在一种情况下，无限众多的对象被纳入普遍概念的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对这些无限众

多的对象之中的任何一个事例都同样有效，它把经常重复出现的事物表述出来。反之，在

另一种情况下，是以这样方式去理解特定的、一次性的一系列现实，即把每个单一事物的特

殊性和个别性表述出来，把那些在任何地方都不是重复出现的事件纳入叙述之中。从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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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 7 页。
汉斯 －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 6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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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区别中，必然会产生某些在逻辑上互不相同的思维方法和思维形式。①

历史研究中也面临许多“经常重复出现的事物”，而不只是有“那些在任何地方都不是重复出现

的事件”; 同样的，自然科学研究中也面临“那些在任何地方都不是重复出现的事件”，而不只是有

“经常重复出现的事物”。因此，如果历史研究者关注的是“经常重复出现的事物”，目的在于总结并

得出一般性的规律认识，他就应该采用说明方法( 包括实验等所谓“自然科学方法”) ; 相反，如果历

史研究者关注的是“那些在任何地方都不是重复出现的事件”，目的在于得出关于这些事件特性、价
值、意义的认识，他就应该采用解释方法( 包括阐释学循环等所谓“文化科学方法”) 。对于自然科学

的研究而言，道理也是同样的。研究目标的转移，可以导致研究方法的“跨界”，这是李凯尔特的理论

所不能允许的。事实上，他已意识到这种方法论僭越的可能性，但他的目的是要预防这种僭越。李

凯尔特说:“历史方法往往侵占自然科学的领域，而自然科学方法也往往侵占文化科学的领域; 这样

一来，我们的问题便大大地复杂起来了。因此，必须再一次强调指出，我们在这里只想指出两个极
獉

端
獉

，科学工作就是在它们之间的中间领域
獉獉獉獉

内进行的。”②他甚至承认，“普遍化的理论可能成为历史学

的一门重要的辅助科学
獉獉獉獉

。要在这里划一条界限，这从原则上说
獉獉獉獉獉

是不可能的。很可能，在将来的历史

科学中，自然科学的、亦即科学的普遍化方法形成的概念在叙述一次性的和个别的事件方面，将比现

在发挥更大的和更加成功的作用; 而在现在，这些概念所引起的麻烦多于它们所起的促进作用。”③

作者在“防微杜渐”的同时，其实为历史学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多元的方法论之路。尽管如此，论者还

是坚称，不论历史学家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普遍化的科学方法，后者对于历史学来说决不能具有奠

基性的意义，因为“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所要作的并不是把任何
獉獉

事物和现象的个别性当作它们的纯

粹的类别性加以叙述。”④

说明的方法无疑可以用于历史研究，19 世纪以来的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乃至马克思主

义史学对此都已经给出确凿无疑的答案。至于解释方法的成功，更可以由近百年来阐释学取得的一

系列重要成就作为证明。因此，以上李凯尔特关于两种方法、两种学科的教条式划分，其实生动体现

了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家面对实证主义强大攻势展示出的一种高度警惕和过激反应。在他们看来，

为了防止自然科学的侵袭、保护历史学科的合法性，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历史学的篱笆扎得越来越牢，

最好能密不透风。这是一种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科及其方法论所采取的过分防卫姿态。时至今日，这

种姿态应该放弃了。
以上由方法论区分进而演变成学科领域的僵硬对立，对 20 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造成极大的负

面影响。随着阐释学方法的成熟，以往被人们轻视的人文科学方法恢复了它的功用和尊严。在这种

情况下，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破除成见，实现方法论的重新统一成为可能。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

法》的第二版序言中指出:“以前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提出的‘自然科学概念的构成界限’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是不确切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根本不是方法论的差别，而只是认识目标的差异。”⑤这就

是说，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取决于研究者想达到何种目的。打破方法论的藩篱，走向学科融合，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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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H.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 53 页。
H.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 92 页。
H.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 63 页。
H.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 63 页。
汉斯 －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补充和索引》，第 5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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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阐释学的基本要求。
显而易见，在以实验方法为代表的说明方法，以及以阐释学循环为代表的理解方法共同走向成

熟的前提下，我们有望恢复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论的统一。这就是，不要僵硬地把某种方法对应于

某个学科，而是根据研究目标采取相应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为了探讨历史中的因

果关系，历史学者甚至有可能采用一种间接的实验方法，①正如为了获得关于历史事实的价值、意义

的判断，我们需要采用阐释学方法一样。让说明方法与理解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各司其职、互为补充，

共同推动历史研究的进步，这是一种既符合逻辑也符合事实的可取之策。

综上可知，阐释学为 19 世纪以来逐渐面临认识论困境及方法论对立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启

示。在应对这种困境和对立方面，阐释学大体坚持一种“中间道路”。这就是，既肯定了客观主义、实
证主义对历史认识真理性、确定性的追求，同时又汲取了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对主体性的重视。通过

“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的系列理论，既有效防止了历史认识中的独断论和绝对主义话语霸

权，保证了认识的开放性、多元性，也防止了否定历史认识客观性的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在方

法论方面，阐释学循环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鉴别和检验假设的手段，产生了堪与以实验为典型的

说明方法相媲美的效果，为古老的理解方法注入了活力，恢复了名誉，从而维护了人类认识世界方法

论的统一。
人类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手段，由最初的统一，随着 17 世纪以来日甚一日的学科专业化浪潮逐渐

走向分裂，直至产生当下严重的学科和方法壁垒。在某种程度上，阐释学理论正是对近代以来认识

论、方法论分裂现状加以批判和否定的成果。阐释学既体现了对客观主义的警惕，也体现了对相对

主义的抵制。经过这样一次否定，古老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方法论实现了再次统一，然而是在更高

层面的统一。人类漫长历史上的认识论、方法论，经过了一个正—反—合的发展演进过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历史学这门自古以来就将真实性、客观性放在首位的学科而言，在汲取

阐释学理论经验的过程中，应保持一种学科自觉。也就是说，既要对阐释学的养分保持一种开放心

态，也要意识到历史阐释相对于文学阐释、艺术阐释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在将制约这门学科的桎

梏一扫而净的同时，保留必要的张力，维护自身学科的独立性。总的看来，如何立足当代中国历史研

究的理论与实践，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努力汲取中西方阐释学的丰富资源，加快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的历史阐释学，这项任务需要引起历史学界的足够重视。②

( 作者晁天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邮编: 100026)

( 责任编辑: 杨艳秋)

( 责任校对: 吴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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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晁天义《实验方法与历史研究》，《史学集刊》2016 年第 6 期。
近年来，我国学者已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阐释学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比如于沛教授就主张将张江教授近年提出的“强

制阐释”“公共阐释”理论引入历史理论研究领域，探讨历史阐释问题。他认为，从中国史学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看，历史阐

释至少应是理性的阐释、创造性的阐释、辩证的阐释。( 参见于沛《历史学与历史阐释》，《历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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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ng the World with Archaeolog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Xia Nai's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during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Period / / Liu Chunqia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e guiding methodology that Xia Nai adopts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work． During the time that he worked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Xia Nai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in his view on research from“to make sense of contemporary society”with modern history to“to
serve the world”with archaeology． During his stay in Britain，Xia Nai actively studied Marxist works on
archaeology，especially those written by V． Gordon Childe． In the study of Egyptology and prehistoric
archeology of China，he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culture system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esenting the diverse cultural pattern of human cultures and Chinese culture． In doing so，he formed his
archaeological thought． Xia Nai's archaeological study during this period was not yet Marxist by nature，but
it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s becoming Marxist historian after 1949．

Hermeneutics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Research / / Chao Tianyi

The application of hermeneutics to historical research has significant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mpact． In terms of epistemology，hermeneutics negates the epistemological influence of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that may result in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the assertion of the end of history，and，
to a certain degree，may reconcile the long-standing dispute in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The theories such as
“foresight，”“sight fusion，”and“history of effect” in hermeneutics reject the worship of“fact” in
objectivist historiography，and open the possibility for diversity and opennes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theory of the“hermeneutic circle”means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historical cognition is a reciprocal and
endless process，which helps to prevent the dogmatism of exclusivism， determin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in historical cognition，and sustain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limited and unlimited historical cognition，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historical cogni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we
need to adhere to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draw on the rich resources from Chinese and
Western hermeneutics． Only by doing so，we can find a way to answer the important question in the current
effort to construct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history of how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hermeneu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New Trends in Rec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 Appraisal Based on Views from Social
History / / Wang Xianm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era has manifested in the discourse of “New
Historiography．”One of its achievements is the rise of Social History or“New Social History．”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four decades，the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has been prospering as it has continuously
widened the research field by embracing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As a result，its development shaped the
prospect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era． Admittedly， if we follow a stricter standard of
evaluation，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orthy of refle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Historiography，such as
the sociologization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the pursuit of new fashions in research． So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se problems in academia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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